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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

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 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

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 本文基于 2009—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

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

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 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

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宽带中国　 产业链竞争　 数字基建

　 　 中图分类号:F27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8-0055-19

　 　 一、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作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是推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企业作为生产

方式变革的核心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承载着宏观数字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功能。 国务院 2022 年 1 月

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目标。 然而,《中国企业数字转型

指数(2021)》和《中国上市公司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

仅为 16%,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大约有 55%的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设备的

基础改造。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孤岛式数字化会使企业难以从数字化投入中

获得更高的收益,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这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重要障碍和挑战。 因

此,深入探索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不顺利局面的应对策略,对于加快数字中国国家战略贯彻落实、做强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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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中国数字经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新基建”被寄予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期望,是新时代推动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在逆全球化浪

潮持续、地缘政治博弈干扰不断、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较为突出。 而国内经济仍存在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等问题,稳增长政策仍需发力。 从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看,出口增长明显放缓,消费复苏动能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投资对于稳增长仍具有较强支撑作

用,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 从中长期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内需体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持续加强。 《“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将“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发展目标,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建

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政府政策的强大影响效应或将成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数字化转型“卡脖

子”的突破口。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庞大且发展迅猛,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2 年末,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高达 10. 71 亿个,相对 2021 年净增 5
 

320 万个。 因此,准
确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厘清其作用机制,是关乎当下稳增长能否顺利

实现和未来长远发展布局成效的重要问题。
现有文献对于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其产生的经济效果。 在宏观方面,较

多文献关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大部分学者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1] 。 但也有部分学者基于信息系统化生产率悖论认为二者之间无直接关联[2] 。 在微观方面,已有

学者关注到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发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从产业链竞争的

核心视角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3] 。 本文所指的产业链竞争是指完整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之间的竞争关系,
重点关注企业面临的宏观产业供需环境、在整个纵向生产与分销流程中的位置以及横向市场竞争中的实

力。 企业生存于一个交织复杂的商业网络之中,既受制于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压力,又影响着产业链下游的

市场需求,各环节间的关系密切且互相影响,企业发展面临的竞争环境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逐步上升为

产业链之间的竞争[4] 。 而实践发现,那些在产业链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企业才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数字化

转型,并为中小企业重塑商业模式、重构商业场景和实现数字创业提供有效的数字化平台[5] 。 因此,从产业

链竞争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充分揭示企业面临的真实竞争环境,能更全面系统地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

动力。 国务院于 2013 年制定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并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别遴选三

批共 120 个城市作为试点示范城市,是国家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战略。 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试

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产业链视角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了政府基建投资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拓展了对政府基建投资效果的研究维度,也丰富了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 现

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上,从企业运营管理、企业价值、股票流动

性等多个维度展开了研究[6-8] 。 还有少量研究从金融科技、财政科技支出等维度剖析了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

素[9-10] 。 但目前对政府政策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效果缺乏探索。 其次,从产业链竞争角度打开了网络基础建设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黑箱”。 本文从供需放大效应、纵向市场竞争和横向市场竞争三条路径入手,为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注解。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需求稳步向上,
但现有文献并未从产业链角度研究网络基础建设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最后,从企业特征、区域特征和行业特

征三大方面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效果,证实了其驱动效果基于不同经济效应、规模

效应和技术效应具有差异性,为试点政策精准化、高效化实施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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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主要从其效果评估方面进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带来的经济效果是积极有效的。 从微观视角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内部子公司技

术扩散及增强与外部公司的技术合作[11] ;促进企业在新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及拓展创新边界[12] ;促进企业

谨慎衡量风险并提高会计稳健性
 [13] 。 从宏观视角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14] ,促

进区域创新活动发展[15] ,甚至能改善环境治理和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16-17] 。 相对于网络基础设施研究方

向的单一性而言,学者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角较为丰富,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影响因素。
从内部环境来看,高管团队稳定性等管理层特征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支持是企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而市场竞争也会发挥“无形的手”作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抢占市场份额[18] 。 二

是经济效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也是学者们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具体地,从经营效率来

看,当数字技术逐渐替代了劳动要素,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降低[19] ;从治理能力来看,企
业利用数字技术能显著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企业治理能力[20] 。 总之,企业数字化转型转变了企业的经营

管理模式、提高了企业的数字治理能力。 以上研究充分揭示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果,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尚不明确。

　 　 (二)研究假设

本文检验数字基建作为企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能否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由于企业面

临的竞争环境日益复杂,企业要兼顾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与竞争,做到既能承担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压力,又
能满足产业链下游的市场需求。 本文从产业链竞争的视角入手,从供需放大效应、纵向市场竞争和横向市

场竞争三条路径揭示其中的传导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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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1.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供需放大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提出能够扩大企业的产品供给,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扩大产品供给规模。 一是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公开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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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产品供应结构,为更灵活、有效地扩大产品市场供应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是

良好的网络基础建设有利于加强企业间交流沟通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能够突破传统的实体企业合作方

式,实现线上线下的渠道融合,从而提升了产品供应规模[21] 。 另一方面,扩大产品供给规模有助于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 扩大产品供应规模不仅能直接提升企业产品销售数量和经营利润,还能在稳定企业业绩的同

时,加大力量、集中资源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帮助企业判断自身真实能力,在稳定现有供应水平的基

础上,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并实现产品供应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商品供应,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提出能够拉动消费,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认为政府通过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能从三个方面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收入水

平,使居民有能力消费。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要素聚集,能够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并形成规模经济,
以此保障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基本劳动报酬。 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信息流动,使居民有意识消

费。 在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宽下,居民能通过增强信息交流、缩小信息差距改变其消费观念,树立新型消费意

识[22] 。 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丰富的线上销售平台,使居民有渠道消费。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使线

上线下销售渠道融合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渠道、改善了居民的消费体验。 另外,居民消费需求

的提升也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大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动力。 居民消费

潜力和消费者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市场亟须提供更优品质、更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

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拉动居民消费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在数字化

转型的大背景下,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消费潜力释

放与消费升级[23] 。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b: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居民消费,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纵向市场竞争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提出能够提高企业在纵向供应链中的竞争能力,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 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企业自身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增强企业纵向供应链竞争

力,从而缓解其在产业链中受制于人的困境。 企业所在地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企业得到的原材料

和产成品的价格、需求等信息越充分,可供企业选择的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广,企业

供应链调整的成本越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客户、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纵向供

应链竞争力的增强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这背后的逻辑合理性在于,企业自身纵向供应链竞争力的增

强能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 一是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企业自身供应链竞争力的增强能激励企业研

发创新。 当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地位越高时,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会更谨慎地考虑对企业实施利

益侵占,企业能够从供应链管理中节省较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研发创新[24] 。 二是从企业融资角度看,企业

自身供应链竞争力的增强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企业与上下游客户维系合作关系的过程需耗费大量财力,
而关系破坏只在瞬间[25] 。 企业自身的强势地位和议价能力能够有效减少供应商(客户)提出的延迟付款等

一系列不平等要求,从而减少企业为挽留供应商(客户)做出的让渡自身利益的决策。 三是从经营风险角度

看,企业自身供应链竞争力的增强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当企业具备更高的市场地位,企业对供应商(客

户)的依赖性越弱。 当供应商出现问题时,企业更换供应商也不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企业甚至可

以利用其优势地位将风险转移给其他企业,尽可能降低企业自身的经营不确定性[26] 。 因此,企业纵向供应

链竞争力的增强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及降低经营风险,这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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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积累、资金支持和稳定经营环境,进而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纵向供应链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横向市场竞争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提出能够提升横向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企业横向市场竞争力。 作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因素,技术创新往往能够反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帮助企业突破时空限制,以
更低廉的成本、更快捷的方式实现新知识、新技术的扩散[11] ,还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提

升信息交流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以促进区域间技术革新[14] 。 另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的提

升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其一,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为企业捕捉前沿科技信息提供有效帮助,
进而为企业整合可用信息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可能性[27] 。 其二,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市场核心竞

争力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保障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 将企业原本的数量优势

转变为质量优势、传统制造转变为产研合一、价格竞争转变为技术竞争。 简言之,就是将企业的创新能力真

正地转化为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28] 。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横向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由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分别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选取城市进行试行,因此本文选取 2009—
2020 年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财务相关指标来源于国泰安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将所有变量采取上下缩尾 1%的方式处理。 经过

以上处理,最终得到了 27
 

630 个观测样本。

　 　 (二)计量模型

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参考邓慧慧等(2020) [29]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

网络基础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促进作用。 先构建组间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具体地,组间

虚拟变量(post)是将 2014—2016 年的“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设为 1,其他城市为 0;时间虚拟变量( time)是将

政策发生的当年及以后的时间设为 1,其余为 0。 再将组间虚拟变量(post)和时间虚拟变量( time)的交互项

作为“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did)代入模型。 据此,多期双重差分法构建的模型为:

Dltnit = α1 + β1didit + ∑γControlsit + Firm + Year + εit (1)

其中,i 为企业,t 为时间。 Dltnit 代表第 i 个企业 t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didit 是通

过组间虚拟变量(post)和时间虚拟变量( time)交互所得的“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其系数 β1 代表“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效果;Controls 是所有控制变量(详见表 1);Firm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Year 代表年份固定效

应; ε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将报告文本内涉及“数字化转型”细分指标出现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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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对于“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选取,在陈剑等( 2020) [30] 的研究基础上,将企

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典型技术与实践应用。 其中,典型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实践应用则是数字技术应用。 计算以上关键词的细分指标频次,并将其与上市公司进行

匹配。

2. 解释变量

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由组间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交互产生。 其中,若

属于试点城市,则组间虚拟变量(post)为 1,否则为 0;若位于政策发生期间及以后,则时间虚拟变量( time)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借鉴沈坤荣等(2023) [12] 、贺梅和王燕梅(2023) [31] 的研究,控制了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 具体见

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Dltn 同一公司同一年份的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

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总次数

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 did 若企业注册地属于“宽带中国”试行城市,则 post 为 1,否则为 0;若时间属于

“宽带中国”试行期间及其后,则 time 为 1,否则为 0;最后,did=post×time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erage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经营现金流 OCF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的比值

固定资产比率 PPE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增加额与上年营业收入总额的比值

固定资产利润率 Innerfinance 净利润与固定资产净额的比值

上市年限 age 公司上市年份数的自然对数

财政支出水平 Govsupport 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信息化水平 Info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四)描述性统计

表 2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样本总量为 27
 

630。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为 0-1 变量,其均值为 0. 393,标准差为 0. 488;企业数字化转型频率的样本均值为 6. 875,

标准差为 16. 797,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 因此,本文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除此,全部控制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差异不大,基本符

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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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did 27
 

630 0. 393 0. 488 0　 　 0　 1　

Dltn 27
 

630 6. 875 16. 797 0 0 107

Size 27
 

630 22. 202 1. 440 19. 268 21. 999 27. 074

Leverage 27
 

630 0. 454 0. 221 0. 050 0. 444 0. 993

ROA 27
 

630 0. 036 0. 071 -0. 326 0. 035 0. 231

OCF 27
 

630 0. 045 0. 080 -0. 224 0. 045 0. 279

PPE 27
 

630 0. 212 0. 167 0. 001 0. 177 0. 706

Growth 27
 

630 0. 193 0. 550 -0. 673 0. 104 3. 888

Innerfinance 27
 

630 0. 778 2. 845 -5. 949 0. 202 20. 929

age 27
 

630 2. 052 0. 903 0. 000 2. 303 3. 258

Govsupport 27
 

630 0. 155 0. 053 0. 075 0. 141 0. 374

Info 27
 

630 14. 620 0. 999 11. 898 14. 732 16. 43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作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部署,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将会促进宽带网络发挥作用、支撑

产业数字化发展。 基于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政府通过“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 表 3 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具体地,由列(1)、列(2)可知,在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均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同理,列(3)、列(4)表明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均在 1%的水平下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did 3. 611∗∗∗ 2. 516∗∗∗ 2. 593∗∗∗ 1. 913∗∗∗

(16. 51) (9. 94) (6. 15) (4. 77)

Size 1. 026∗∗∗ 2. 993∗∗∗

(14. 25) (9. 65)

Leverage -2. 413∗∗∗ -1. 845∗

( -4. 60) ( -1. 69)

ROA -5. 324∗∗∗ -6. 345∗∗∗

( -2. 91) ( -3. 21)

OCF -0. 088 -0. 578

( -0. 07) ( -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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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1) (2) (3) (4)

PPE -13. 590∗∗∗ -4. 751∗∗∗

( -25. 97) ( -3. 84)

Growth 0. 870∗∗∗ 0. 028

(4. 80) (0. 22)

Innerfinance -0. 056 0. 147∗∗

( -1. 23) (2. 16)

age -0. 278∗∗∗ 3. 892∗∗∗

( -2. 83) (10. 26)

Govsupport 0. 886 1. 313

(0. 58) (0. 25)

Info 0. 520∗∗∗ -0. 880∗∗∗

(6. 94) ( -3. 3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
 

810 27
 

787 34
 

442 27
 

630

R2 0. 27　 　 0. 28　 　 0. 65　 　 0. 67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即保证在尚未受到政策影响之前,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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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企业和对照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化趋势一致。 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能因实施强度等因素存

在差异使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因此,本部分选取政

策实施前后五年并控制了个体及年份固定效应进行

检验。 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准期,未引入模型。 图 2
结果表明,在“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

和控制组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

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效应通过平行

趋势检验。 而在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

业数字化转型至少在 5%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证明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

滞后性和持续性。
2. 安慰剂检验

参考薛成等(2020) [11] 的方法,本文通过安慰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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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缓解遗漏变量等外在因素带来的偏误。 具体做法是,在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后,随机抽取一个错

误的“宽带中国”试点名单,从而产生一个错误的估计;然后再进行 500 次随机抽样,得到回归系数及相应

t 值。 图 3 结果表明,回归系数处于 0 的附近且大致符合正态分布,实际基准回归系数明显属于异常值,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偶然得到的可能性较小。 本文结论稳健,即“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确实促进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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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

3. 排除其他政策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净效应,本文通过排除同时期其他政策来

避免政策叠加效应的干扰,选取了“低碳城市”、跨境

电商、“中国制造”和“创新型城市”政策作为需要排

除的其他政策。 选取这四个政策的原因是:首先,本
文选取的这四个政策都已验证出能够影响企业转型

升级,因此存在政策效应叠加出现的可能性。 具体

地,沙文兵和彭徐彬(2023)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使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得到

提升,从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32] ;张夏恒和赵崤含

(2022)认为跨境电商业务能够增大传统产业的转型

意愿,跨境电商业务通过赋予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新动能,促使中小企业、传统制造业加速数字化

转型[33] ;逯东和池毅(2019) 认为“中国制造” 政策对于创新产业具有正向作用,有利于实现企业转型升

级[34] ;胡兆廉等(2020)通过研究“创新型城市”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

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35] 。 其次,这四个政策的实施时间处于本文样本范围内,因此可能对“宽带中国”政

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 故而选择以上政策检验“宽带中国”试点净效应有一定合理性。

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将低碳城市(DT) 、跨境电商(DS) 、中国制造(ZZ)和创新城市(CX)设置为虚拟

变量依次代入模型(1) ,以评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

表 4 结果显示,在分别引入四种政策后,“宽带中国”城市试点仍能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皆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四种政策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正相关,但并不显著。 如此证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

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促进作用独立于其他政策之外,基准结论稳健。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检验

变量 低碳城市 跨境电商 中国制造 创新城市 四种政策

did 1. 916∗∗∗ 1. 900∗∗∗ 1. 900∗∗∗ 1. 907∗∗∗ 1. 890∗∗∗

(4. 77) (4. 72) (4. 69) (4. 75) (4. 64)

DT 0. 797 0. 651

(1. 37) (1. 14)

DS 0. 526 0. 452

(0. 75) (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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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低碳城市 跨境电商 中国制造 创新城市 四种政策

ZZ 0. 303 0. 207

(0. 52) (0. 36)

CX 0. 773 0. 630

(1. 56) (1. 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27
 

630 27
 

630 27
 

630 27
 

630 27
 

630

R2 0. 67　 　 0. 67　 　 0. 67　 　 0. 67　 　 0. 67　 　

4. 工具变量法

上文检验得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选取可能并不完

全随机,而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这些因素同时影响示范城市的选取和企业数字化转

型,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基准结果产生偏误。 参考刘传明和马青山(2020) [14] 、金环等

(2021) [3]的做法,本文分别使用地形起伏度( Iv1)、地形起伏度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 Iv2)作为“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 具体地,地形起伏度会影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效率,符合相关性前提;同

时地形起伏度属于地理变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不相关,符合外生性前提。 然而,地形起伏度作为截面数

据,单一地作为工具变量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 因此,本文采用地形起伏度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 Iv2 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补充。 表 5 结果表明,两个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高地形起伏度会

阻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且 F 值表明满足相关性;第二阶段结论与基准相同,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结果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 5　 工具变量法

变量
Iv1 Iv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工具变量 -0. 066∗∗∗ -0. 009∗∗∗

( -15. 00) ( -8. 48)

did 4. 351∗∗ 5. 383∗∗

(2. 39) (2. 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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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Iv1 Iv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样本量 27
 

778 27
 

778 13
 

611 13
 

611

R2 0. 55 0. 28 0. 60 0. 02

F 19
 

828. 95∗∗∗ 25. 88∗∗∗

Anderson
 

LM 242. 016∗∗∗ 81. 867∗∗∗

Cragg-Donald
 

Wald
 

F 341. 756 276. 204

　 　 注: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为弱识别检验,检验结果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的阈值,则检验通过。

5. 其他检验

由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这四个直辖市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具有独特优势,

为了剔除离群值对结果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参照薛成等(2020) [11] 剔除了直辖市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回

归结果表明(篇幅所限未列示),剔除直辖市样本后,无论是否存在控制变量,政府都能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五、关于产业链竞争的机制分析

上述结果验证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其传导机制尚未有明确定论。 在复

杂的商业网络中,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由简单的单个企业竞争转变为同时受制于上游供应压力和下游市场

需求的产业链竞争。 为了揭示产业链竞争视角下的机制,本部分运用逐步法中介效应分析以及调节效应检

验等方式,从供需放大效应、纵向市场竞争和横向市场竞争三条路径研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机制。

　 　 (一)供需放大效应

首先,本文检验政府能否通过网络基础建设发挥供需放大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供需效应

分为两个方面,即供给产出效应和消费拉动效应。 第一,采用电子商务采购额的自然对数(Purchasing)对供

给效应进行刻画,该数据来源于 CSMAR 的各地区企业电子商务情况表。 该指标越大,证明电子商务的产品

供给规模越大。 表 6 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扩大电子商务采购规模。 产生该结果的原因是:一是

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为企业间公开交易提供更多渠道,为改善企业的产品供应结构提供可能性,

进而有助于企业扩大产品供应规模;二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产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供应渠道,以此

实现规模经济、提升产品供应规模。 表 6 结果表明,扩大产品供应规模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原因

在于:一是扩大产品供应规模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可观的经营业绩和利润,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资

金支持和其他优势资源;二是企业扩大产品规模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属于良性循环关系,当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后,势必会促进生产效率提升,进而实现产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综上,政府能通过网络基础建设扩大

产品供给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假设 1a 预期结果相符。

其次,参照黄卫东和岳中刚(2016) [36]的做法,本文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然对数(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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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消费拉动效应进行衡量,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6 结果表明,网络基础建设能刺激

消费需求、拉动居民消费,且该拉动作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可能原因有:一是网络基础建设形成了规模

经济并改善了消费市场环境。 居民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才能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 二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了信息流动。 在信息互换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得到改变、消费意识不断增强。 三是网络基

础建设拓宽了销售渠道。 互联网构建的良好平台使居民的消费渠道更加广阔。 表 6 结果表明,拉动居民消

费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及消费意愿的升级,倒逼企业为迎合消费者

更高端、更多元的消费需求而加快转型进程;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促进消费者需求升级并释

放新生消费者潜力,以此使消费升级与数字化转型形成良性循环。 综上,政府能通过网络基础建设拉动居

民消费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果符合假设 1b。

表 6　 供需放大效应检验

变量
供给产出效应 消费拉动效应

Purchasing Dltn Consumption Dltn

did 1. 242∗∗∗ 1. 144∗∗∗ 0. 033∗∗∗ 1. 813∗∗∗

(25. 34) (2. 81) (3. 56) (4. 50)

Purchasing /
 

Consumption 0. 619∗∗∗ 1. 029∗∗

(6. 55) (2. 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
 

630 27
 

630 25
 

860 25
 

860

R2 0. 96　 　 0. 67　 　 0. 98　 　 0. 66　 　

　 　 (二)供应链竞争与市场竞争

第一,检验了政府能否通过网络基础建设纵向提升供应链竞争能力、横向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进而助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第一,参考方红星等(2017) [37] 的做法采用供应链集中度(Supply_chain)对供应链竞

争程度进行衡量,该数据来源于 CSMAR 供应链集中度指标表。 供应链集中度越大意味着企业上下游的供

应商和客户议价能力和市场势力越强,同时表明企业自身话语权、纵向竞争能力越弱。 表 7 结果表明,网络

基础建设在 1%的水平下显著降低供应链集中度。 原因是企业所在地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企业对

于原材料、产成品价格及供需等信息了解越充分,企业能够选择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进而使企业获得优

势市场地位,缓解了企业在产业链中受制于人的局面。 企业降低供应链集中度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 理由是企业增强供应链竞争力能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条件。 一是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的增强减少了

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对企业的利益侵占,促使企业能够从供应链管理中节省较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研发

创新,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积累。 二是企业自身供应链竞争力的增强减少了企业为挽留供应商

(客户)做出的让渡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是企业自身供应链竞争力

的增强能减少更换供应商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甚至可以将风险转移给其他企业,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 进一步地,本文将供应链集中度细分为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检验上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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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集中度和下游客户集中度能否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调节作用。 本文借鉴了

陈西婵和刘星(2021) [38]的做法,采用前五大供应商(客户)的采购(销售)额与年度总采购(销售)额的比例

刻画供应商集中度(SC)和客户集中度(CC)。 表 8 列(1)、列(2)分别表明:网络基础建设与供应商(客户)
集中度交互项的系数都为负,且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企业供应商(客户)集中度越高,可能意

味着企业对上、下游供应链的依赖性越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弱。 企业为了维系经营,只得被迫放

缓数字化转型。 因此,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纵向供应链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

与预期假设 2 相符。

表 7　 供应链竞争和市场竞争检验

变量
供应链竞争 市场竞争

Supply_chain Dltn Innovation Dltn

did -1. 307∗∗∗ 1. 800∗∗∗ 176. 156∗∗∗ 1. 121∗∗∗

( -2. 86) (4. 20) (25. 25) (2. 78)

Supply_chain /
 

Innovation -0. 018∗ 0. 004∗∗∗

( -1. 68) (5. 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5
 

108 25
 

108 27
 

619 27
 

619

R2 0. 67　 　 0. 68　 　 0. 81　 　 0. 67　 　

第二,本文参照王春杨等(2020) [39] 的研究,使用各城市分行业创新指数对创新产出进行衡量,数据

来源于《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40] 。 该指标越大,证明企业所处区域创新水平越高。 表 7 结果显

示,政府通过改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其原因在于:其一,网
络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降低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为创新要素加速流动提供了基本条件[41] 。 其二,
网络基础设施能为创新的供给双方搭建更优平台,促进不同主体间合作研发,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14] 。
企业所属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技术革新与创新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最受重视的方面[42] ,企业提升创新水平能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上文检验了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能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落脚点仍然是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提高,因此本文采用核心竞争力检验其能否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调节作

用。 参照苏媛和李广培(2021) [43] 的做法,使用产品差异性衡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EC) ,其具体计算刻

画为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例。 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产品具有越显著的独特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越强。 表 8 列(3)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和企业竞争力的交互项的系数为 9. 30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够顺利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企业将提升核

心竞争力作为经营目标和长期发展方向,能够促进技术研发及创新效率提升,从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进程。 因此,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横向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假设 3 预

期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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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SC×did -0. 023∗

( -1. 69)

CC×did -0. 048∗∗∗

( -3. 02)

EC×did 9. 308∗∗∗

(2. 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
 

016 6
 

793 26
 

814

R2 0. 71　 　 0. 74　 　 0. 67　 　

　 　 六、拓展性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基于不同交易成本规模效应、区域经济效应及技术密集效应,“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本部分从不同交易成本、经济发展状况及技术密集度进行分组检验。
1. 交易成本规模效应

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率。 交易成本主要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

部交易成本,其中,内部交易成本指的是企业内部管理活动存在矛盾时所耗费的协调成本,而外部交易成

本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协调供需双方矛盾所需成本,可简单理解为销售活动所产生的费用。 本部分将从

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方面对网络基础建设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差异进行探究。 一方

面,参考金环等(2021) [3] 的方法,用交易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内部交易成本,并从小到大分为两

组进行检验。 表 9 结果显示,当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越高,“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

动作用越显著。 同时,该结果通过了经验 P 值检验,证明在统计上两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产生以上结

果可能的原因是,节约内部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资金损耗,网络基础建设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能尽可能

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企业能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技术研发以推动数字化转型。 因此,相对于内

部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本内部交易成本更高的企业冲击作用更大,使其向数字

化转型的效用更显著。
另一方面,以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外部交易成本的衡量指标[3] ,将其从小到大分为两组并

进行检验。 表 9 结果显示,无论外部交易成本是高还是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

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但通过系数可知,在外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其驱动作用更显著。 同理,当企

业的外部交易成本越高,企业能用于研发创新的资金越有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此类企业带来的激励创

新作用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进而更显著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针对外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网
络基础建设能够获取更多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从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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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经济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能够体现不同省份在信息建设、科技支出甚至产业结构上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能

否放大网络基础建设发挥的推动企业转型效应? 在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 [44]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每个

省份的生产总值均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衡量,同样将样本分为两组并检验。 表 9 结果表明,在经济欠

发达区域内,“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正相关,且在 1%水平上显著,而对于经济发达区

域,“宽带中国”政策试点未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可能的原因是,网络基础建设为经济发达程度低的区

域提供了促进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经济欠发达区域为了迅速成长为经济发达区

域,更注重机会的把握以实现跨越式转型升级。 而在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区域,网络基础建设发挥的作用相

对受限。 综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在经济欠发达区域更加明显。
3. 技术密集效应

行业异质性的存在会使政策效应落实到企业存在效果差异。 技术密集程度能够较为完善地体现不同

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市场竞争能力,是否会影响“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效果? 参照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定义,本文将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高的行业作

为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同上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检验。 表 9 结果表明,不论是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技

术密集型行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都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但当企业属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时,“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发挥的促进效应越显著。 该结果的合理性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具备雄厚的技术创新实

力,其创新难度和创新风险都远小于普通企业。 因此,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够扩大网络技术设施建设

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还能在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充足的前提下,将“宽带中国”政策带来的剩余资源用于扩

大供给产出效应或增强供应链竞争力,以此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所述,在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更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表 9　 规模效应、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异质性

变量

内部交易 外部交易 经济效应 技术效应

成本低 成本高 成本低 成本高
经济欠

发达区

经济较

发达区

低技术

密集型行业

高技术

密集型行业

did 0. 988∗∗ 1. 537∗∗∗
 

1. 273∗∗∗
 

2. 023∗∗∗ 1. 491∗∗∗
 

-0. 504 1. 307∗∗ 2. 297∗∗∗
 

(2. 18) (2. 60) (2. 61)
 

(3. 08) (2. 98)
 

( -0. 57) (2. 44) (4. 26)

样本量 12
 

968 13
 

588 13
 

006 12
 

994 12
 

855 12
 

881 13
 

098 13
 

901

R2 0. 794　 　 0. 738　 　 0. 717　 　 0. 746　 　 0. 718　 　 0. 742　 　 0. 749　 　 0. 743　 　

经验 P 值 0. 068∗ 0. 012∗∗ 0. 000∗∗∗ 0. 000∗∗∗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意义

上文研究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最终目标,而是改善

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带来企业内、外部积

极发展,实现提质增效的良好经济效果,则应大力推动;但若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的经济效果趋向消极,则需

反思其中的原因。 本部分进一步从融资约束、外部关注、生产效率和市场价值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

经济意义。 其中,融资约束借鉴刘莉亚等(2015) [45]的研究选择融资约束指数进行刻画;外部关注参考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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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耀武(2020) [46] 取被分析师关注度的自然对数值进行衡量;生产效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通最小

二乘法( OLS)进行计算;市场价值则参照吴非等(2021) [10] 的研究,选用托宾 Q 值进行衡量。 表 10 结果

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影响比较积极,符合预期。 原因在于,在数字经济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基础上,顺利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俨然成为资本市场眼中潜力大、势头猛的高质量企业,深受投资

者青睐,因此能够缓解融资不足的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结果,对于其他企业具

有借鉴意义,因此有助于提高外界对企业的关注度;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
业融合发展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成为驱动生产效率的强劲力量[47] ;最后,当企业数字化转型缓

解了融资约束、获得了外部关注、提高了生产效率后,企业价值的提升也成为企业转型最终的落脚点。

表 10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

变量
企业内、外部情况 企业质量与效率

融资约束 外部关注 生产效率 企业价值

Dltn -0. 018∗∗ 0. 002∗∗∗ 0. 002∗∗∗ 0. 003∗∗∗

( -2. 00) (3. 57) (4. 30) (2. 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
 

630 19
 

592 24
 

490 26
 

896

R2 1. 00　 　 0. 62　 　 0. 95　 　 0. 66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数字化转型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网络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数字基建由此被视为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推动力。 但系统布局数字新基建仅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亟需政府

发挥“有形的手”作用。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首先,政府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

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检验后该结论稳

健。 其次,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能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商品供给、刺激居民消费,实现供需效应的放

大,从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除了供需放大效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能通过增大纵向产业链竞争和横

向市场竞争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越高、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以及企业属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时,网络基础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

著。 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外部关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

从数字基建视角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有助于厘清“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化转型的推动

作用,为政府促进数字经济新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经验。

　 　 (二)政策建议

本文具有以下政策性启示:
第一,加大数字基建的实施力度,有序扩大“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范围,紧抓数字基建发展的机遇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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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建的主力军作用。 本文研究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为突破数字化转型发展瓶颈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 数字基建不仅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下

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短期举措,还是抢占新时期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先机的长期战略。 政府应积极推动“宽

带中国”试点政策规模化发展,攻克数字化转型“卡脖子”问题,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第二,全面融合发展“数字基建+产业链”,充分重视产业链竞争在真实竞争环境中的重要性,实现系统

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结论表明,数字基建通过扩大供需、提升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高产

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基建是企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产业链竞争能

在复杂的商业网络内为企业带来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环、更核心位置的纵向竞争及更强实力的横向竞争。 从

产业体系视角寻找新基建与产业链的最佳契合点,融合发展“数字基建+产业链”,能为企业打造数字化竞争

新优势,从而推动更高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因地制宜规划数字基建投资与实施,提升“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灵活性,谨防数字

基建产能过剩、重复建设。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交易成本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以及行业属性

为高技术密集型时,网络基础建设越能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因此,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程度、行

业资源配置等实际情况,事先评估以确保数字基建实施的精准性,避免盲目借鉴其他地区的数字基建模式,

防止因数字基建投资过热产生的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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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vital
 

role
 

in
 

reorganizing
 

global
 

factor
 

resource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hanging
 

global
 

competition
 

patterns.
 

It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isting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ct
 

as
 

a
 

catalyst
 

in
 

facilit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Precisely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clarifying
 

its
 

mechanism
 

are
 

essenti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eady
 

growth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layout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competition,
 

using
 

a
 

multi-period
 

DID
 

metho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rough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
 

is
 

more
 

effective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
 

transaction
 

costs,
 

enterprises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high-tech-intensive
 

enterprise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hances
 

the
 

industrial
 

chain
 

competition
 

by
 

expanding
 

supply
 

and
 

demand,
 

enhanc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other
 

mechanisms,
 

thus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his
 

transformation
 

can
 

produce
 

economic
 

effects
 

by
 

promoting
 

internal
 

financing,
 

enhancing
 

external
 

atten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aking
 

the
 

“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xpand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th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ffect,
 

and
 

enriches
 

the
 

policy
 

tools
 

to
 

dri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competi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aths
 

of
 

supply
 

and
 

demand
 

amplification
 

effect
 

an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arket
 

competition
 

to
 

confirm
 

the
 

policy
 

effe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three
 

aspects:
 

enterprise,
 

region,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t
 

proves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varies
 

depending
 

on
 

economic,
 

scale,
 

and
 

technological
 

effects.
 

This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recise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lot
 

policy.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industrial
 

chain
 

competi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责任编辑:姜　 莱

37


